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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藏传佛教前弘期 
 
班班多杰 
 
 
佛教传入前吐蕃社会的政治经济背景 
 
  佛教是公元七世纪初正式传播到吐蕃地区的。为什么这个时候被藏民族所接受呢?简单地说，它适

应了当时吐蕃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就是说，佛教思想是在藏族社会摆脱传统社会结构与意识

形态，由分散的部落，逐渐成为统一的封建帝国的历史条件下传播和发展起来的。 
 
  吐蕃社会发展到松赞干布的祖父达日宁赛时代，就已经是相当兴盛了，在政治上开疆拓土，疆域

“北至雅鲁藏布江，与苏毗为界；东抵康，与四川北部的嘉良夷为界，以附国之名为隋朝的统治者所知；

西部达到羊卓雍湖，与西部的三鲁雅下部为界；南面邻接尼泊尔和不丹，已包括青藏高原南部的主要部

分。(1)据藏文史书《贤者喜宴》记载：“将当时三分之二的小邦均纳入(吐蕃)统治之下。巴本王、吐

谷浑王、昌格王、森巴王及香雄王等均被征服，娘、贝、嫩等氏族也被纳为属民。(2)由此可知，当时

吐蕃的努力范围有了明显的扩大。 
 
  从经济上看，已经出现了统一的度量衡。据藏文史书记载：“这时墀托朗尊蒙之子制造升、斗和秤，

以量谷物及酥油。在此之前，吐蕃尚无交易及升、斗和秤。”(3)这说明当时吐蕃的经济发达。此时还

有“杂交出犏牛与骡、确定物价、储存干燥之山草(4)等习惯。说明当时吐蕃地区的农、牧、商业已有

了很大的发展。 
 
  达日宁赛的儿子便是雅隆部落中有名的赞普——朗日松赞，他为统一青藏高原，发展农牧业生产，

增强吐蕃势力，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从经济上看，当时在冶炼技术、驯养和改良牲畜、取用食盐、

采用医药、制造武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据《松赞干布遗训》载，这时的吐蕃人，“将公母野牦牛

驯养为公母牦牛，将公母鹿育成黄牛，将公母山羊驯养为绵羊，将公母獐驯化成山羊，将公母野驴驯化

成马，将公母狼驯化成犬。”进一步开发了金、银、铜、铁等主要矿产。据《松赞干布遗训》一书中载：

“朗日松赞建强农米久宫堡，于蔡崩山得金，于格日岩得银，于城波崖得铜，于热嘎山得铁，于北方拉

措湖得盐。”这说明朗日松赞时期的采矿业很发达。军事技术也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贤者喜宴》记

载：“征服边地之佳及突厥。于新年之际，将绵羊的生肉腿堆积起来，然后攀其上，佳地之城堡遂被攻

陷；又用藤子制成引火物，将其系在铁钩中腰，随后抛出，此即谓‘火烧佳地’”。这不但说明吐蕃在攻

城技术方面有了新的成就，而且还说明他们已学会了一些火攻武器的制造。 
 
  社会经济的发展，为雅隆部落的北伐打下了物质基础。《敦煌吐蕃古藏文文选》中记载：当朗日松

赞攻下宇那堡，苏毗王芒波杰孙波逃往突厥，并将岩波地方改为彭域(5)。此时朗日松赞的势力西到香

雄，《拉达克王统记》一书说：朗日松赞时“征服天竺、突厥及西方尼雅秀等诸王。”(6)此即《贤者喜

宴》一书中说的十二小邦中的香雄王黎那许；东达工布、娘波及温地；南至达波、雅隆、门；北抵彭域

及羌塘拉措湖，甚至接近西北的突厥。朗日松赞在征服江北拉萨河流域及彭域一带苏毗之后，属民赞他

“政高于天，位固于山，乃上尊号为朗日松赞”(7)。朗日松赞为了嘉奖有功之臣，即给各地方首领分封

了奴隶和土地。据《白史》记载：“朗日松赞分赏有功，将萨岗辛地方、墨竹地方的 1500 户奴隶，赏

赐跋伊曹，将宇杰松之补布城堡及 1500 奴户，赏赐娘僧古，将温地方之门喀农民 300 户，赏赐切波

那森，将科那之侬家兄弟 1500 户，赏赐侬波，并将娘、跋、侬、切波四人任命为赞普之臣，赐与许多

奴户和广大土地。”(8) 
 
  以上这些情况都说明，朗日松赞之时，由于悉补野的势力范围的扩大，使大部分卫、藏地区基本上

纳入了其管辖的范围。但是新形成的吐蕃悉补野政权并不巩固，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尖锐的斗争，出现

了父王被杀、属部叛乱的动荡局面。据藏史载：“赞普松赞干布时，父之属民逆行，母之属民反叛，亲

戚香雄、牦牛(部)、苏毗、尼雅尼达布、工布以及娘布皆叛。父王朗日松赞被进毒而逝。”(9)这样，

刚刚形成的统一政权又遭到了严重的分裂，形势岌岌可危。 
 
  公元 7 世纪初期，吐蕃地方出现了民族英雄松赞干布，他 13 岁时其父朗日松赞死去，“王子松赞

幼年亲政，先对进毒为首者断然尽行斩灭，令其绝嗣。之后，叛者之庶民复归治下。”(10)这是说，松

赞干布继承王位后，首先内惩奸臣异己，外讨叛乱属部，斩绝了毒死父王的叛臣及其世系，平息了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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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结属部地方势力发动的战乱。迁都拉萨，以拉萨为都，用武力使东女和白狗、哥邻、逋租、南水、弱

水、悉董、清远、咄霸等西山诸羌臣服吐蕃，苏毗、羊同、党项、吐谷浑亦先后为吐蕃所并，从而完成

了统一吐蕃全境的大业(11)。为巩固统一，松赞干布建立了具有吐蕃本地特色的管理体制，将吐蕃划

作五大“茹”，划定十八个地区势力范围，划分六十一个桂东岱的军事行政组织，组成了从上到下的军

政管理机构(12)。还设立了三尚一论、内相外相等官职，协助赞普管理全藏的政治、经济、法律等事

宜。例如当时以大相吐米桑布扎等“四贤臣”辅佐赞普，对吐蕃王朝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松赞干布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吐蕃本民族特色的施政措施和法令，制定了六项原则、六种告身、六种

标志、六种褒贬、六种勇饰、六部法典(合称吐蕃三十六制)(13)，起到了维护政权、发展经济的作用。 
 
  松赞干布还明确划分了属民中的各阶级，例如划分为“桂”、“庸”、“更杨”等(14)，以便根据不同

的阶级、社会地位分而治之。 
 
  总而言之，当时的吐蕃社会有了自己一整套军政体制、职官制度、法律条文、阶级等级。政权的巩

固、政治的稳定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发展。 
 
  吐蕃的农业，大部分在藏南河谷地区，农作物以青稞、小麦、豆类为主。松赞干布时，“地高蓄水

为池，低地于河中引水灌溉……开辟阡陌。”并用牦牛、马作为耕田的工具。“阡陌之制”大约是指封建领

主庄园制度的建立。 
 
  在牧业方面，“开拓荒地，划分良田牧场”，春夏季逐水草而居，秋冬季有固定的牧场，呈现了一

派“牛羊繁殖，沿路成群”的兴旺景象。 
 
  商业贸易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公元 7 世纪始，吐蕃与东北的汉地、突厥、西域东部，西北的拉达

克、于阗、龟兹、喀什、克什米尔和印度的西部，南部的尼泊尔、四川等地建立了广泛的贸易关系，用

本地的麝香、绵羊、牦牛尾巴、毛料、马、宝石、药材、工艺品等换取别国的丝绸、纸墨、茶叶、宝剑

等，既繁荣了经济，又吸收了别国的先进文化、技艺(15)。 
 
  在工业方面，吐蕃有冶炼、石凿等工匠，尤其在冶炼方面不仅能造刀剑，还能架起铁索桥，冶炼技

术已达到较高水平。 
 
  公元七世纪的时候，吐蕃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之所以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就是因为以

松赞干布为首的吐蕃王朝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广泛地吸收和采纳了周边诸多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藏史名著《贤者喜宴》详细记载了这一史实：“自东方汉地及木雅，引进了工

艺及历算之书；从南方白色的印度翻译了诸种佛典；由西方之胡部泥婆罗，掘开了享用食物财宝之库藏；

于北方霍尔与回纥获得了法律及事业之范例。如是，松赞干布遂统治四方，并将一切享用的文明财富

(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聚敛在自己所统辖的范围之内。”(16)这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道理。

古今中外的文明史说明，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文明成果，一是靠自己的认识和创造，其次

便是从其它国家和民族中借鉴、吸纳和引进，并且将他人和自己的文明成果融会贯通起来，变成自己的

东西，才能进入先进民族和国家的行列，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反之，一个妄自尊大、

闭关自守、墨守陈规、坐井观天的民族，则只能是落后、贫穷、软弱、愚昧、挨打。松赞干布以他博大

的胸怀，广阔的视野，开放的心态，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把邻近先进国家和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接纳过来，为我所用，这也是当时吐蕃王朝威震四方、称雄东亚的原因之一。 
 
 
松赞干布传播佛教 
 
  学术界一般认为，佛教正式传入西藏地区是公元 7 世纪松赞干布王执政的吐蕃王朝时期。还有一

种说法是，佛教是在松赞干布王的前五代赞普拉脱脱日年赞在位时，由天而降传入吐蕃的。藏史记载，

自天空降落《宝箧经》、《百拜忏悔经》、《六字大明咒》以及金塔等等，对此，拉脱脱日年赞王等既

感到惊奇和神秘，又认为是珍宝，但不知是何物，于是给它们取名为“年波桑哇”，即玄秘神物，放置

在宝座上加以供奉，没有传播开来。我们认为，即便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实质上也谈不上佛教在吐蕃的

传播。因为当时的人们还不懂得这些佛教典籍为何物，只是作为秘密而重要的东西供奉着，并未发生过

实际影响和作用。客观地说，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时，佛教才从印度和汉地正式传入西藏。松赞干布

对佛教在西藏地区的初步传播起了如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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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赞干布通过尺尊、文成二王妃把大量的佛经、佛像、法器等从尼泊尔、汉地带到了雪域高原——
吐蕃。在两位公主的倡导下，有一些印度、尼泊尔、汉地的僧人进入西藏传法，这些都为佛教在西藏的

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时佛教的主要活动是建立道场和翻译经典。为了使佛教在西藏立住脚，在松

赞干布的大力扶持下，尼泊尔尺尊公主修建了大昭寺，汉地文成公主建筑了热摩伽寺(小昭寺)，松赞

干布建了迦刹寺等共十二寺于拉萨四周各地。各寺所供的佛像很多，例如释迦、弥勒、观音、度母、佛

母、马头金刚、甘露明王等。此外，又建筑了很多修定的道场。 
 
  当时已开始翻译佛教经典，“有印度的阿 黎古萨惹，婆罗门香嘎惹，尼泊尔的阿 黎西那曼珠，

汉地的阿 黎哈香玛哈德哇泽(意为大寿和尚)，以及译师吐米桑布扎及其助手达摩阁侠和拉隆多杰等

人翻译了各种经典，并作了审定。”(17)译出的经典有：《宝云经》、《观音六字明》、《门曼德迦

法》、《摩诃哥罗法》、《吉祥天女》、《集宝顶经》、《宝箧经》、《观音经续》、《百拜经》、

《白莲华经》、《月灯经》，有说亦曾翻译了《十万颂般若经》(18)。 
  
   通过以上几个渠道，佛教开始在吐蕃传播起来了，但只是在王室宫廷的狭小天地内获得信奉，到

赤松德赞时才逐渐普及于民间。 
 
  松赞干布对传播佛教所起的主要作用是为佛教在西藏的独立发展指出了方向。文化交流史证明，一

种外来的异质文化要想在一种新的环境中传播和发展，主要就看它能否与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状况相

结合、相适应。松赞干布的机智就在于当佛教的种子一播到高原的土壤中，就为我所用，效法佛教的戒

律，结合吐蕃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吐蕃的法律规范及道德规范。 
 
  西藏在吐蕃王朝以前没有系统的法律制度，对臣民的善恶行为没有完整的赏罚标准。松赞干布建立

了统一的吐蕃王朝以后，深感以法治国的重要性。据《贤者喜宴》载：“如无法律，则罪恶蜂起，我之

子孙及尚论等人将沦于苦难，故当制法。”(19)于是便命令吐米桑布扎制定法律，“吐米等率领一百大

臣居中理事，尊王之命，仿照(佛教)十善法的意义在吉雪学玛地方制立吐蕃法律二十部。”(20)即： 
 
  1 杀人者偿命，斗争者罚金； 
  2 偷盗者除追还原物外，加罚 8 倍； 
  3 奸淫者断肢，并流放异地； 
  4 谎言者割舌或发誓； 
  5 要虔信佛、法、僧三宝； 
  6 要孝顺父母，报父母恩； 
  7 要尊敬高德，不与贤俊善良人及贵族斗争； 
  8 敦睦亲族，敬事长上； 
  9 要帮助邻居； 
  10 要出言忠信； 
  11 要作事谨慎，未受委托，不应干涉； 
  12 要行笃厚，信因果，忍耐痛苦，顺应不幸； 
  13 要钱财知足，使用食物与货物务期适当； 
  14 要如约还债； 
  15 要酬德报恩； 
  16 要斗秤公平，不用伪度量衡； 
  17 要不生嫉妒，与众和谐； 
  18 要不听妇言，自有主张； 
  19 要审慎言语，说话温雅，讲究技巧； 
  20 要处世正直，是非难判断时，对神立誓(21)。 
 
  在这二十条法律条文中，前四条是根据佛教的五戒制定的行为规范，叫作“戒恶”，后十六条也是

根据佛教十善的精神制定的，作为人民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叫作“劝善”。 
 
  把佛教“五戒”、“十善”作为立法依据和道德标准，根据吐蕃社会的实际情况制定的这些法律和道

德规范，在吐蕃广大臣民中起到了“对善人予以奖励，对恶人加以惩处，对豪强大族用法律压抑，对贫

弱者设法扶助”(22)的良好作用，更重要的是从此以后在藏民族的心理中逐渐树立了一种“出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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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的理想境界，并且形成了一种为之而奋斗的行为准则，即慈悲、行善、知足、正义、宽容、自谦、

诚实、和谐、义务、贡献等，这种外在的规范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变成了藏民族内在的文化心理

特质。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效果呢?这是因为以松赞干布为首的吐蕃王臣们把印度佛教的某些戒律藏族化

了。对这种藏族化，我们不能理解为对传统佛教思想的扭曲，而是藏族人根据当时吐蕃的政治、经济和

社会制度的需要，对异域文化的一种蒸馏。而这样的蒸馏是两种文化交融汇合必不可少的过程，只有这

样的过程，异质文化才能进入自己的文化圈而发挥作用。 
 
 
赤松德赞发展佛教 
 
  印度佛教在赤德祖赞以后的广泛传播，引起了西藏传统思想文化苯教与外来思想文化佛教的矛盾和

冲突。正是这种矛盾冲突，推进了佛教思想文化的发展。 
 
  印度佛教传入吐蕃时，传统思想苯教就对其怀有敌意，有时也产生一些小小的对抗。如当大小昭寺

“建造到 108 座神殿时，夜晚即神鬼彻底摧毁”。这些民间传说虽近于梦幻，在一定程度上确也反映了

佛教和苯教的早期对抗。然这个时期佛苯之间尚未掀起比较大的干戈，待到二教之间接触稍深后，实质

性的不同逐渐发现，冲突便随之而起了。 
 
  佛教和苯教的实质性斗争是在赤德祖赞王死后开始的。赤德祖赞王去世时，赤松德赞王年幼，握有

实权、左右朝政的大臣玛祥·仲巴杰等大贵族势力制造种种借口来反佛崇苯。仲巴杰说：“王之短寿乃

系推行佛法之故，遂不吉祥。所谓后世可获转生，此乃妄语。消除此时之灾，当以苯教行之。”(23)并
采取了一系列灭佛措施： 
 
  1 “将崇佛大臣朗与贝二人定罪，发往吐蕃黑暗(之地)。”(24) 
  2 “将小昭寺之金释迦牟尼像……埋在沙沟之中。”(25) 
  3 “一位担任香灯师的汉地老和尚，也被驱回汉地。”(26) 
  4 “卡查神殿被彻底推翻，(查玛)珍桑神殿被毁，其间之钟被送到秦浦之岩石处。”(27) 
  5 “将逻些毕哈尔神殿处当做作坊，屠宰牲畜之后，即将牲畜之皮盖于泥塑神像之上，神像手中 

      托着牲畜内脏及羊的腔体。”(28) 
 
  不仅如此，他们还决定，今后“谁推行佛法，便将其孤身流放边地。并制定了不准推行佛教之小法

律。”(29)总之，当时吐蕃社会处在老王已死、幼主无权、苯教盛行、贵族当政、王室受压、佛教被禁

的状态，桑希等人到汉地学佛取经回藏后，因迫于这种形势，不得不“将各种汉地(带来的)佛典埋藏于

秦浦的荒山缝隙之中”，把请来的汉僧又送回了汉地。 
 
  赤松德赞成年亲政后，读到先前诸文书，便知道前代诸王笃信佛教，曾大力弘扬佛法，于是引起了

对佛教的信仰，并与桑希、贾桑梅果等众臣讨论复兴佛法的事宜。至此桑希认为弘法时机已到，遂“将
藏在秦浦岩中的佛典取回”，上呈藏王赤松德赞，并首先给藏王“诵读了《十善经》,对此，赞普生起信

仰之心，领悟了善行；继之，又诵读了《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于是(赞普)又领会了正确见解，

从而生起大信心；复诵《佛说稻竿经》，(赞普)因之了解了双修，由是笃信佛法。又有的说：(桑希)
先在赞普面前极精炼地讲述了十善和五蕴，随后又传布了《佛说稻竿经》，因此(赞普)乃从一切佛法

之因缘中生起信仰之心念”，进一步了解了佛教的具体内容，认识到了弘扬佛法的重要性，说：“如此

之完好的佛法，在我之时获得，当酬谢天地菩萨等一切神佛。”并颁布敕喻道：“我先祖行佛，而玛祥

毁之，此事甚恶。由于舅氏尼雅桑又言，遂乃复迎汉地之神像，我等仍宜奉行佛法。”并采取了一系列

兴佛措施。 
 
  1 派人到长安取佛经、请汉僧。 
  2 颁布奉行佛法的诏令。 
  3 将先前被苯教徒驱除的释迦牟尼佛像从芒宇地方请回了拉萨，仍供在大昭寺正殿中。 
  4 命令桑希等把他“所迎来的全部汉地佛法、藏域的诸佛典等，与汉人梅果、印度阿年达及精通 

      汉语者加以翻译，此三人在海波山的鸟穴内将佛典译成藏语。” 
  5 与崇佛大臣一起定计翦除了反对佛教的大臣玛祥·仲巴杰等人。 
  6 派人到尼泊尔迎请著名佛学大师静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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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赤松德赞的这些行动中即可看到，他在消除了统治集团内部以玛祥为代表的反佛势力之后，便在

信佛大臣的支持下积极寻求佛教，欲图以此作为巩固政权的精神武器。 
 
  佛教与苯教之间第二次斗争是在静命论师到藏后开始的。通过第一次佛苯斗争，虽然佛教方面取得

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吐蕃传统思想——苯教并没有因此而偃旗息鼓、解盔弃甲，而是厉兵秣马，积蓄力

量，寻找一切机会向佛教反攻。静命论师到藏后，“在隆促宫中，由阿年达任翻译，(向赤松德赞等人)
讲述‘十善业’、‘十八界’及‘十二因缘’等法门。”(30)恰值此时，吐蕃地区发生了多种灾害，诸如

“水卷旁塘宫堡，雷击红山，人疫畜病以及天灾。因此全体属民心生反感。”(31)这些便成了那些不信

佛教的传统势力反对佛教的把柄。有人说，这些灾祸都“因赞普推崇佛教所致”，有人说“是作佛法所得

的恶报”，有人说是因佛教的教义“触怒了藏地的邪恶鬼神”所引起的，要赞普下令让印僧返回尼泊尔。

在这咄咄逼人的挑战面前，赤松德赞王不得不让静命返回尼泊尔。 
 
  静命在吐蕃的传教受挫，并没有动摇藏王赤松德赞坚持和发展佛教的决心。他又派人去乌仗那(今
克什米尔)迎请密咒大师莲花生前来“调伏魔障，显扬佛教”。莲花生一到吐蕃即用佛教密宗中的那套类

似于苯教巫术的咒法，将苯教的许多自然神灵接纳到佛教密宗中，宣布为佛教护法神。例如莲花生在进

藏途中遇到“念青唐拉(神山)以其巨大神变之身挡住去路，于是(莲花生)阿 黎即以手杖压之，随使

念青唐拉变成为乾闼婆文殊菩萨”，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另外，莲花生还尽量利用仿效苯教驱鬼摄魔、

祭祀神灵的那套宗教仪式，并把它吸收到佛教密宗的巫术中。例如莲花生进藏沿途“施于鬼神的朵玛

(祭鬼之食品)”及所举行的火祭仪式都来自苯教的祭祀仪式。更为有趣的是，在莲花生的倡导下修建的

桑耶寺，“寺内的菩萨像，系仿照藏人的形象塑造的。”(32)关于这个情况，《贤者喜宴》一书中有比

较详细的记载。在桑耶寺的修建过程中，“雕塑佛像的工匠说：印度、汉地之中选哪国的风格塑造佛像?
请赞普、众臣、堪布商议。这时堪布说：佛出自印度，故按印度之风格塑造佛像为宜。赞普说：还是按

吐蕃的风格建造，这样做对诸贪恋苯教的藏人希望他们改信佛教有益处，所以要按照藏人的形象塑造佛

像。遂召集全体藏人，以藏人的模样塑造了诸佛、菩萨像。其中选出了形体优美的库·达财为模特儿，

主要建造了阿利耶巴海洲喀热萨波尼；以唐桑达龙为模特儿，右面造六字真言；以玛桑贡为模特儿，造

护门神马头明王；以美丽绝顶的王妃拉波漫为模特儿，右边造度母像；以王妃诺琼为模特儿，左面建造

了具光佛母像。”(33)这是赤松德赞采取的佛教藏族化的一个重大举措。 
 
  静命和莲花生两个外地人在吐蕃传法，一个遭到了失败，一个取得了胜利，原因何在?还有赤松德

赞王为什么以藏人的形象来塑造佛像和菩萨像? 
 
  这是因为莲花生为了确保佛教能在异域的土壤中扎下根来，一踏上西藏的土地，就根据西藏政治、

思想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阐发了佛教思想，即把藏族人熟悉的神祗、仪式等纳入了佛教中，将这种

改变了形态的佛教传播到西藏，以适应藏族人的心理、习俗，促使更多的藏族人熟悉佛教、了解佛教，

这样藏人即能用对待苯教的眼光来看待佛教，以消除对佛教的陌生感，为佛教在吐蕃地区的传播扫清了

障碍，也为后来佛教在西藏的发展找到了一种途径。 
 
  但佛苯之间的斗争并没有绝迹，当建桑耶寺时，苯教徒及其崇苯官员抗议说：“勿行佛教，当行苯

教”(34)，而代表佛教一方的寂护就说：“一国之内若行两种宗教，此情极恶。(35)我等当辩论，如你

获胜，我便离去，你们随即发展苯教；假若佛教获胜，则应废弃苯教，而弘扬佛教。”于是一场佛苯之

间的辩论在藏王赤松德赞的支持下开始了。佛教一方为祥尼雅桑等四人为代表。藏史记载，在辩论中

“苯教起源恶劣而且(辩论)理由微小无力。但是佛教起源高尚(辩论)之理由深广有力，论诤出色，智慧

敏锐，不可战胜”。(36)这样，佛教以自己理论的深奥，衬托苯教思想的粗浅，辩论以佛教的胜利而告

终。赞普亲自宣布大力弘扬佛法，苯教无理，应为弃，并决定： 
 
  1 以后“不得施行苯教”。 
  2 “不准为死者宰杀牛马及牲灵，不得放置肉类”。 

  3 “凡为诸王消祸禳灾，如果对妖魔想举行苯教法事，��蔡米及香雄两处外，他处不得做此法 

      事”。接着又把“苯教书籍悉数投于河内，余者最后均以黑塔压之”。 
 
  这是佛苯之间的第二次交锋。在佛苯第一次交峰中赤松德赞以强制手段剪除了崇苯反佛的权贵，例

如仲巴杰被坑埋，达扎路恭被流放，为藏王赤松德赞建树佛教打开了方便之门。这次则以辩论方式从理

论上战胜了苯教势力，进一步巩固了佛教在西藏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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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在莲花生大师的主持下，兴建了桑耶寺作为根本的道场，这是西藏佛教第一座有出家僧人住寺

修行的寺院，先度七比丘随后有三百余人出家为僧，并“由菩提萨垂作他们出家的亲教师”这便是佛教

在西藏建立自己的僧伽组织的开始。在这个时期，赤松德赞集中了印藏译师，“翻译了许多佛典”。为

了避免译经重复，把译出的经论编定三个目录，即《庞塘目录》、《秦浦目录》、《登迦目录》。前两

种已经佚失，后一种即包括六、七百种译出的经典。为了适应翻译人员的工作需要，还编纂了《翻译名

义大集》这样一部梵藏对照字汇的工作手册。又“迎请持密大师大摩根底、在伏摩密寺中，传授《瑜伽

金刚界》等大曼茶罗灌顶，由迦湿弥罗的班智达枳那弥遮，乃达那西等师在净戒寺传授戒律，由汉地和

尚在不动禅定寺净修禅定；在修祠楚寺作修词学，在格卓白哈寺安置财物，在毗卢遮那寺中讲说佛法。

完成如此种种事业，使佛法圆满地兴盛起来”。(37)总之，赤松德赞王“对于整个佛教尽量吸收，不论

大小，显密、讲修兼收并容，盛极一时”。(38)后来阿底峡尊者赞颂这一盛况时说：“尔时佛法兴盛，

于印度似亦未有也”。(39)到了赤松德赞王的晚年，汉地的禅宗思想传到了吐蕃地区，其代表人物就是

摩诃衍那，摩氏是活动在沙州一带的一位禅师，早年在长安修业，师从禅宗之大师。据敦煌文献记载，

他“一生以来唯习大乘禅”。大约是在 781 年前后，应赤松德赞王之诏令来到吐蕃传播禅宗思想。没有

多久，摩诃衍那的禅宗思想在广大的吐蕃人中备受青睐，十分走俏，广为弘扬，而寂护等人在吐蕃传播

的印度的大乘中观思想则每况愈下，极受冷落，以至于使昔日香烟燎烧、晨钟暮鼓的桑耶寺中出现了香

火中断，善业不存的惨景，在这种情况下赤松德赞王作出了一个特别的决定：用汉地禅宗思想与印度佛

教思想辩论的胜负来决定其在吐蕃的去留问题。据藏史记载双方经过了三年的充分准备后，即在赤松德

赞王的主持下进行了辩论，辩论的内容在很多藏文佛教论著中都有详细的记载，著名藏传佛教专家法尊

法师作了简要而准确的概括，现抄录如下： 
 
  首先由摩诃衍立宗：“行诸善业往生善趣，行不善业，堕诸恶趣，故彼二业，皆不能出生死，且障

成佛。譬如白云黑云，俱蔽晴空，若都能无所思，即能解脱生死。由不作意思，即无所得，故顿悟者与

十地相等”。(40)摩诃衍那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后，即由印度佛教的代表莲花戒对其观点进行了驳斥： 
 
  “若都无观察慧，诸瑜伽师由何因缘能住分别耶?若谓是不念一切法者，然一切所修皆不能不念及

不作意。若谓我今不念诸法，是则已念诸法。若谓无念心所即成无分别者，则闷绝昏迷之际亦应是无分

别也，若无正分别，则别无入无分别之方便，仅灭念心不分别诸法，为何能入一切诸法皆无自性耶。既

不了达性空，即不能断诸障，故是要以正智方能断除颠倒错乱。又若无念无作意，云何能成宿住念通及

一切种智，复云何能断诸烦恼，以是瑜伽师以正智现证真义者，是由了达内外三时一切皆空，乃能灭诸

分别，离诸恶见也”。(41) 
 
  辩论的结果是以摩诃衍那为首的汉地禅宗败北，以莲花戒为首的印度佛教取胜。最后印度佛教作为

当时吐蕃王朝正统的意识形态继续在吐蕃弘扬广大，而以摩诃衍那为首的汉地禅师们则被迫离开了吐蕃。

对这一情况，土观大师在其名著《宗派源流与教义善说晶镜史》一书中作了比较简要的说明：“到了赤

松德赞王晚年，有摩诃衍那和尚从汉地来藏，倡言非但应舍不善分别，即诸善品分别，亦是能缠缚生死，

无论铁锁金锁，同属缠缚，只应全不作意，才能求得解脱。倡此邪见，藏众翕然风从，往昔菩提萨诃等

所教导的清净见行能行持者日益渐少。藏王欲破此邪说，遂派人迎请善巧之王莲花戒论师入藏，与和尚

辩论，击败了他。为引据正理，破他的邪见，造了《修次第》三编，使清净的见行，又得重光于世”。
(42)这样，中观自续派便成了藏传佛教前弘期的主要思潮。 
 
 
四、墀热巴巾王扩充佛教 
 
  热巴巾王时期是佛教的高度发展时期，他的主要功绩在于为了翻译佛教经典的需要，统一了文字，

统一了译名、统一了译例。整理的译典“收录在书目中，因之，三藏教典得以大备”。在译经方面，他

规定除根本说一切有部的佛经之外，凡未经指定者均不得翻译，密咒诸经典不得翻译。 
 
  热巴巾还规定，对前代所建的寺院善加修葺，七户庶民赡养一僧；对侮慢三宝者刑罚特重，即凡之

后置僧人者割舌，恶心指僧人者截指，怒视僧人者剜眼。他还将头巾置于坐垫上，让出家僧人的双脚置

于其上，以示对僧人的尊重。另外，藏传佛教史上的寺院经济也是从墀热巴巾王时期开始的。据江浦寺

前所立石碑记载：“神圣普天子可黎可足猎赞陛下之鸿恩，遇聂多极隆，为仰报赞普之恩眷，回向赞普

陛下之功德，广为祝祷延福，乃于堆垅之江浦，建神殿，立三宝之所依处，敬事四部比丘等众。作为供

奉顺缘之奴隶、农田、牧场及供物、财产、牲畜等项，一应备齐，悉充赞普可黎可足猎赞之常川不断之

供养功德。(43)据此，在赞普热巴巾以前，佛教僧人只有奴户，没有土地、牧场、牲畜等。到热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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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对一些寺院赐给了土地、牧场、牲畜等，从此，藏传佛教便遂渐具有独立的寺院经济。这就为以

后藏传佛教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热巴巾采取的这些措施，使佛教在西藏得到进一步发扬，也引

起了一部分臣民及传统势力的不满。有人说：“不杀国王不能毁灭教律。”有人说：“即使杀掉国王，王

子藏玛及大臣甄卡贝吉云丹二人也爱佛法，教律仍不能破坏。”最后导致了热巴巾遇害、朗达玛灭佛的

事件。 
 
 
五、朗达玛王毁灭佛教 
 
  佛教与苯教的第三次斗争是在朗达玛上台以后开始的。热巴巾王被杀后，朗达玛继赞普位。他一上

台即视佛法为洪水猛兽，异端邪说，竭力打击，从而掀起了第三次灭佛狂澜，其规模比第二次禁佛运动

要大得多。这次禁佛的主要措施有以下几点： 
 
  1 封闭和拆毁了佛教寺院；如“大昭寺及桑耶等寺的门堵塞，余下之一切小神殿尽毁之。” 
  2 焚毁了佛教经典，如“佛典或投之于河，或焚之以火，抑或埋于沙沟内”。 
  3 镇压了佛教僧人，如“著名僧人被杀，次等僧人被流放，低级的僧人被驱使为奴”。 
 
  吐蕃的佛教势力由此一蹶不振。虽然这次禁佛运动时间不很长，但是对佛教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

到了“藏地佛教遂全被毁灭”，佛法几乎不传的程度。 
 
  藏史把这个时期称为“灭法期”或“黑暗时代”。这样的一个时代给藏族传统思想——苯教的发展创造

了条件。 
 
 
六、前弘期藏传统佛教的主要思想 
 
  前弘期藏传佛教的主要思想藏传佛教前弘期的佛教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中观思想盛行，汉地

禅宗思想流传，密宗思想风靡，从而在藏传佛教界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密宗思想将在宁玛派的佛教

思想一章中详细论述，这里着重论述中观思想和禅宗思想。 
 
(一)汉地禅宗思想流行一时 
 
  首先是心性本净的佛性论。 
 
  汉地禅定堪布圣珠言道：“所谓大乘见即是：世间一切有为法皆为无为法，它无始清净且平

等。”(44)堪布提悟禅师说：“心性既已洗濯无需水，既已布施无需财，如以清净心修得了正法，由于

真实故，遂可得如来。”(45)在这里“性”是指人心的本性，他们的逻辑是：心—性—性—佛。这就是说人

性和佛性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清净心(即佛性)内在地、先天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不需要以后天从

外面人为地洗涤或布施。只要你定心修得了佛法，就可证得真如成为佛了。这样，他们就把心和佛等同

起来了，这与禅宗提出的“即心即佛，心佛不二”的本体论命题同一鼻孔出气。 
 
  其次是无思无为的顿悟成佛法。 
 
  摩诃衍那说：“善者转为善趣，恶者转为恶趣，迨破除身语一切善恶意念之后，则顿时可入无念之

道。”(46)他还说：“无需修习身语之法，不会因身语之善业而使人成佛，修得无念、无思即可成

佛。”(47)这是说怎样才能顿悟成佛呢?摩诃衍那认为唯一的方法是“无念”，即成佛的工夫在于修得

“无念”。“无念”是摩诃衍那顿悟理论的主要范畴，其意思是说不管是好的念头还是坏的想法均是成佛

的障碍，只有无思无为才是成佛的唯一方法。 
 
  再次是不立文字的快速成佛法。 
 
  汉僧摩诃衍那说：“文字之中无精义，名言佛法不成佛。若自心觉悟，则系唯一白法，是故当以此

(论)为妥。”(48)他还主张不须修法以扫除文字障碍，但凭静坐睡卧，徐徐入定，方寸(心)不乱，便

可直指人性，体验佛性(49)。这就是主张不立文字，不研究和学习佛典，只要悟得佛性本有，就能顿

悟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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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摩诃衍那为首的汉地禅宗师徒们被赤松德赞王扫地出门了，但其思想的余韵流波曾长久地影响着

后弘期以来的藏传佛教诸宗派的教义思想。土观大师说：“心要派汉人呼为宗门，就其实义与噶举派相

同，即大手印的表示传承。”(50)阿芒·贡确坚赞大师说：“大手印及大圆满的名称虽不同，然修习者

们在修持时任何亦不作意与汉地摩诃衍那之(思想)相同。”(51)阿芒还说：“莲花戒在《观修三次第》

中破斥的摩诃衍那的诸教理与后弘期之大圆满法和大手印法相同，就像摩诃衍那离开吐蕃时在此地留下

了一只鞋一样。当前红帽派们自诩是宁玛派，并认为大手印法和大圆满法无异，二者之中像摩诃衍那和

尚的做法很多。”(52)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大师说：“只依汉地堪布教理之文字，隐去彼之立名，变

为大手印之名。现时之大手印，基本上都是汉地之佛法(指禅宗)。”(53)“有很多大手印和大圆满等新

旧派们，将修习性空立名为会到心之本面。”(54)藏传佛教大师们的这些说法即清楚地说明，后弘期以

来形成的藏传佛教诸宗派的教义已深受摩诃衍那禅宗思想的熏陶、浸润，尤其是对晚期宁玛派的大圆满

法和噶举派的大手印法影响更为深广。据藏史记载，像宗喀巴这样的佛学大师，在学习佛法的初期亦深

受摩诃衍那禅宗思想的影响。土观大师说：宗喀巴当时“颇满足于全无所许和不取任何境界之见。”(55)
所谓“全无所许”和“不取任何境界”的意思是说，不缘善，亦不缘恶，排除任何思念，使自己的心态处

于死寂状态，这便是典型的摩诃衍那的禅宗思想。 
 
(二)中观自续派见独步佛门 
 
  藏传佛教前弘期在吐蕃占主导地位的佛教思想是静命、莲花戒所持之中观自续派见。对此，土观大

师作了全面的说明：“关于前弘期的正见，初藏王赤松德赞时，曾首次向全藏宣布法律：凡诸见行，皆

应依从静命堪布传规。和尚事后，王又重为宣布，谓今后正见，须依龙树菩萨之教，若有人从和尚之见

者，定当惩罚。由此原故，在前弘期，虽有少数唯识派宗见的班智达来藏，然主要的仍然是静命堪布及

莲花戒论师之风规，属于中观自续派见，此派较为发达。”(56) 
 
  所谓“中观”，即是“脱离常断二边的中道观”。因为“一切有部、经部、唯识三个宗派堕入了执著法

之边见故，未能超出执著之戏论。此宗则依据中转法轮之一切经典，一切法不落常断之任何一边，承认

其中道，所以称为中观宗。”(57)另外，此宗认为“一切法都没有真实存在的体性，所以称为说无自性

宗。”(58)总之，将一切法的现象理解为缘起有，本质理解为离八边戏论之自性空，即是中观见。此宗

见依世俗和胜义二谛的建立为本体，圆满通达了人无我和法无我的真谛(59)。中观宗又分为中观应成

派和中观自续派。藏传佛教前弘期在吐蕃地区传扬的是中观自续派，故这里主要介绍一下中观自续派的

思想。 
 
  中观自继派的根本观点是：“一切诸法于世俗错乱思想者之识中皆有，而于胜义无错乱思想者之慧

中则皆无，即说自续中观之所。”(60)《宗派建立宝论》中说：“主张就名言的范围而言，诸法皆以

自相而存在的说无自性宗，就是自续派的定义。何以称为中观自续派?因为此派主张凭借真正的因，此

正因由存在的三条原则所构成，就能破除一般人认定诸法真实存在的错误观念，所以称为自续派。”这
是说在世间名词、概念的范围内，一切事物和现象皆有独立自存的意义和内容，所以构成正因的三条原

则(即遍是宗法性、同品定有性、异品遍无性)也有其自相。 
 
  自续派的本质是，“由对方所许实执之诸边由道理(即指概念、判断、推理)破除之，尔后于其原址

上成立心之自性离戏论如幻”的真谛。这是说中观自续派的主要特点是，在方法论上主张必须运用因明

的原则和论轨，立出正确的因量，即在破论敌时首先要提出自己的正当理由，要用概念、判断、推理的

论式，才能使对方了解己方的观点，有效地破他立己。 
 
  既然要用因明的论轨来破他立己，则因明的宗、因、喻三支中的因支，必须具足三条原则，即遍是

宗法性、同品定有性、异品遍无性，然后才能构成一个正确无谬的因。因为自续派主张破他须自立量，

因此不得不承认自立之因、喻是实存的。只有先肯定了这点，立量才有意义，否则，一说无自性便自语

相违。既然要承认因的实在，那么就只好主张构成正因的三条原则也是有其自相的，而不是假名施设的

了。这就是自立量派，即中观自续派。中观自续派又分为： 
 
  “瑜伽行中观自续派、经部行中观自续派二种。不许外境而许自证分之中观师，此为第一派之相。

所相者，如静命阿 黎。不许自证而许外境由自相成就之中观师，此即第二派之相。所相者，如清辨

阿黎。亦有释义，若所许根本之建立与唯识宗相顺，即瑜伽行中观派；若如经部许极微积集为外境事，

则谓经部行中观派。瑜伽行中观自续派亦有与相实派相顺之中观派及与相假派相顺之中观派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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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如静命、莲花戒、圣解脱军。 
 
  第二、如狮子贤、祗多梨、罗瓦巴(毳衣师)。说祗多梨与相假有垢派相顺，罗瓦巴与相假无垢派

相顺。”(61) 
 
  在西藏佛教的前弘期，流行的主要思想是瑜伽中观派。此派的方法论和对二谛的解释，是承袭清辨

一系的自立量派，不同于月称一系的随应破派。瑜伽中观派的创始人是静命论师(亦称寂护)，他是 8
世纪东印度人，曾任那烂陀寺主讲，他与智藏、莲花戒被誉为清辩以后“东方自立量派三大家”。其中

的静命和莲花戒与西藏前弘期佛教关系极为密切。静命的主要著作是《中观庄严论》，莲花戒的主要著

作是《中观光明论》、《修道次第论》等。 
 
  明确地把瑜伽行派学说和中观学说结合起来的是静命。关于瑜伽行派思想和中观思想的融合，早在

公元 8 世纪时，传为弥勒所著的《现观庄严论》中，就已经出现了“以胜义无自性空为基础兼采若干瑜

伽观行以组织学说”的趋势，后来静命明确地把瑜伽行派“唯心无境”的学说纳入中观派的体系中，因而

被尊崇为瑜伽行中观自续派的创始人。静命在其著作《中观庄严论》一书中批判了各家学说的缺陷后，

提出了应从“唯心无境”的观点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到法无自性的道理，这是瑜伽、中观二派都应掌握

的，因而二家应该合二为一。这样，静命就将唯识说吸收到中观宗的体系中了。 
 
  具体讲，静命的瑜伽行中观派思想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瑜伽行派首先主张“唯心无境”说，肯定

了内心的真实存在，否定了外境的真实存在，继而再进一步说，心亦不可得，把心的真实存在也给否定

了。中观自续派的代表清辨反对瑜伽行派的这一观点，认为与其先说有，后说无，还不如直接说二者均

无。静命吸收了清辨的这个说法，说在世俗谛里，是唯心无境，在胜义谛里，心境俱无，这便是静命学

说的关键所在。 
 
  静命与西藏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藏王赤松德赞将静命论师邀请到西藏传经说法，建立寺庙，组织

僧团，降伏苯法，为建树和发展西藏佛教立下了汗马功劳。自然，静命的瑜伽中观派思想在当时的西藏

佛教界也就风行一时了。 
 
  瑜伽中观思想和藏族传统的“本无空寂”论虽然论题各异，但其旨趣非常接近。因此，似应这样看，

“本无空寂”的思想为中观宗在西藏的传播准备了思想土壤，架设了精神桥梁，而中观宗思想的传播和

发展又丰富和深化了“本无空寂” 
的本体论思想，二者是相资为用、相得益彰的关系。 
 
 
注 释： 
 
  (1)王忠《松赞干布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6 页。 
  (2)(3)(12)(13)(14)(16)(19)(23)(24)(25)(26)(27)(28)(29)(30)(31)(33) 
(34)(35)(36)(46)(47)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民族出版社 1986 年藏文版，第 171、184、
185、303、304、305、309、316、332、334、376、382、383 页。汉译主要参照了黄颢先生的译

文。 
  (4)(6)《拉达克史》，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7 年藏文版，第 31 页。 
  (5)(9)(10)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61、165 页。 
  (7)(8)根敦群佩《白史》，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 1990 年藏文版，第 253—254 页。参照傅师仲

译文。 
  (15)柏克韦施《吐蕃与欧亚大陆中世纪初期的繁荣》，《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二集，中央民族学

院藏学研究所 1983 年铅印本，第 66—72 页。 
  (17)(32)(37)布顿仁钦朱《佛教史大宝藏论》，民族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70、174 页。 
  (18)(38)(39)法尊《西藏前弘期佛教》，载《中国佛教》(一)，知识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34、173、138 页。 
  (20)(22)萨迦·索南坚赞《王统世系明鉴》，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1 页。 
  (21)(49)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5—56、71—72、116 页。 
  (40)(41)法尊《西藏民族政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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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0)(55)(56)土观·罗桑却吉尼玛《宗教源流与教义善说晶镜史》，甘肃民族出版社 1984
年藏文版，第 50—51、267—268、439 页，汉译主要参照了刘立千先生的译文。 
  (43)王尧：《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80 页。 
  (44)(45)欧坚朗巴掘自雅隆石窟《五部遗教》，民族出版社 1986 年藏文版，第 460、461 页，

笔者译。 
  (48)巴色朗《巴协》，民族出版社 1980 年藏文版，第 72 页，笔者译。 
  (51)(52)阿芝·贡确坚赞《萨迦、宁玛、噶举诸宗派见地之差别略议》，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文

藏书，第 39、46 页，笔者译。 
  (53)(54)萨班·贡噶坚赞《三律仪论说自注》，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6 年藏文版，第 87 页，笔者

译。 
  (57)措如·次朗《宁玛派教法史》，民族出版社 1989 年藏文版，第 77 页，笔者译。 
  (60)郭若扎西《郭扎佛教史》，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0 年藏文版，第 74 页。 
  (58)(61)晋美汪波《宗派建立宝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铅印本，笔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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